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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数据驱动生活垃圾分类既是提高生活垃圾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培育固体废物治理领域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在对大数据技术与法律规制内在逻辑进行探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大数据驱动

生活垃圾分类法制现状发现，政策法律化进程缓慢、数据收集与处理协同机制不健全、基层生活垃圾分

类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等法律困境是制约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的梗阻所在。破解这一困境的路径为：

一是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契机下，整合和优化相关法律制度，将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融入生态环

境法典，既可以实现政策向法律的转化，又可以保证法律体系的协同性；二是通过建立政府主导下的跨

界协同机制，突破数据垄断与数据鸿沟的桎梏，实现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多元共治，提高治理效能；三

是从社区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共同体、居民守法自主化三个维度入手，提升基层垃圾分类政策实施效

果。此外，破解大数据驱动下生活垃圾分类法律困境可以为大数据赋能生态环境领域提供法治经验，从

而高质量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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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iven by big data, the classification of domestic waste is not only a critical measure to enha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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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iency of waste manage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manifestation of cultivat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in solid waste governance. On the basis of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logic between big data tech-
nology and legal regulation,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urrent legal status of big data-driven 
household waste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it is found that the slow progress of policy legalization, the 
inadequacy of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and the poor imple-
mentation outcomes of grassroots-level waste classification policies constitute significant legal 
challenges. These challenges hinder the effective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in enhancing waste classi-
fication governance.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athways: Firstly, 
leveraging the opportunity of codifying environmental laws, it suggests integrating and optimizing 
relevant legal systems to incorporate big data-empowered waste sorting into the Environmental 
Law Code. This approach can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from policy to law while ensuring the synergy 
of the legal system. Secondly, establishing a cross-boundary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under gov-
ernment leadership can overcome the constraints of data monopolies and the digital divide, pro-
moting multi-stakeholder co-governance empowered by big data, thereby enhancing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irdly, improvements in grassroots policy implement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modern-
iz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fostering a community governance collective, and encouraging resi-
dents’ self-regulated compliance with laws. Moreover, resolving the legal dilemmas of big data-
driven domestic waste management can provide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the legal support of big 
data application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us contributing to the steady and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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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创新社会治理，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坚持科技赋能，推进

社会治理现代化”[1]。随着大数据概念逐渐深入人心，伴随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扩大，

尤其是在社会治理方面展现出了巨大潜力。在中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垃圾产量的不断增加构成

了一个严峻挑战。大数据以其卓越的数据处理能力为核心优势，能够高效地管理和解析庞大的数据集合，

进而为垃圾分类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尽管大数据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和

优势，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面临政策法律化进程缓慢、数据收集与处理协同机制不健全、基层垃圾

分类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等法律困境。为此，本文基于大数据驱动下生活垃圾分类法制现状，以现存法律

困境为切入点，探讨如何优化现有法律体系，提升大数据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中的效能，达到生活垃圾

分类数字化、智能化目标，并为大数据赋能生态环境领域治理提供可借鉴的法治经验。 

2. 大数据驱动下生活垃圾分类法律规制之内在逻辑及法制现状 

2.1. 大数据技术与法律规制的内在逻辑 

大数据技术作为信息时代的核心驱动力，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然而，这种变

革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尤其是在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社会公正等方面。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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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显得尤为重要。理解大数据技术与法律规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不仅有助于构建一个既能促进技

术创新又能有效保护公民权益的社会环境，还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从法理角度分析，大数据技术与法律规制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体现在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

系上。法律为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和支持，而大数据技术的进步也对现有法律体系提出

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理解和把握这种内在逻辑，对于构建一个既有利于技术创新又能有效保护公民权益

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一方面，法律促进技术发展。合理的法律框架能够激励企业和个人投资于大数据

技术研发，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明确的法律规定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使它们能够在合法范围

内自由创新。同时，法律的保护增强了公众对大数据技术的信任，鼓励更多人愿意分享自己的数据，从

而为技术发展提供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技术挑战法律更新。大数据技术的进步也对现有法律体系提

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例如，传统的隐私保护法规往往难以跟上快速发展的技术步伐，导致监管空白或

漏洞。这就要求法律制度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前瞻性，能够预见并适应未来的挑战。此外，随着新技术

的出现，执法方式也需要不断创新，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数据环境。负面反馈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当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引发新的问题时，如隐私泄露或算法偏见，法律可以通过调整和完

善相关规定来纠正这些问题，避免其进一步扩大化，这种动态平衡的过程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平

正义。 

2.2. 大数据驱动下生活垃圾分类的法制现状 

自 2016 年《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中国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中逐渐引入了

大数据技术，为推进垃圾智能分类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

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进一步重申了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应用价值，强调加速构建

一个覆盖垃圾产生、收集、运输到处理全过程的信息共享平台。通过部署智能终端感知设备，如智能垃

圾桶和传感器网络，管理部门能够实时收集海量数据，这些数据不仅增强了对垃圾分类处理全程的监控

能力，还提供了预警机制以应对潜在问题，并支持废物流的追溯分析。这种智能化的数据驱动方法显著

提升了垃圾分类管理的效率与透明度，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科学决策的

支持工具，确保了垃圾分类政策的有效实施和持续优化。当前，我国虽然没有专门性法律文件直接对大

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但污染防治领域法律与数据安全领域法律可间接为其实践提供法

律框架。《环境保护法》作为一部综合性法律，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框架，虽然该法没有专门

针对垃圾分类的详细条款，但它为固体废物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并强调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例如第

37 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对生活废弃物的分类处置、回收利用。在污染防治领

域，2020 年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增加了有关生活垃圾分类的规定，明确了生活垃圾分

类的基本要求和法律责任，为大数据等现代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法律基础；在数据安全领域，《中华人民

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对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为大数据在垃圾分类中的应用

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进一步强化了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确保大

数据技术在垃圾分类中的合法合规使用。 
在中央政府政策创新的驱动下，众多地区已经开始积极制定相关立法并实施大数据等先进数字技术，

以强化垃圾分类管理工作。截止 2024 年 4 月，在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以“标题”为检索范围，选择“精

确”的检索方式，法律效力位阶为“地方性法规”，以“生活垃圾”作为关键词展开检索，最终共检索地

级层面现行有效的相关文件 102 份，均对大数据等科技手段赋能垃圾分类有所涉及。例如，上海市于 2019
年颁布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该条例强调了“信息化”、“科技手段”、“科技创新”以及

“智能化”在提高生活垃圾管理科技化水平中的关键作用，通过推行“一网统管”管理模式，实现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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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全过程的责任追溯和闭环管理；《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倡导构建覆盖市、区、街道三级的全

流程精细化管理信息平台，并广泛采用了车载计量系统和配备芯片的垃圾桶等技术手段来优化垃圾管理

流程。《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则侧重于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建立垃圾分类的大数据中心及

专用的数据处理与分发平台，以此对辖内乡镇和村庄的垃圾分类情况进行监督、对比和排名。《成都市

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也提出了类似的愿景，即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建立一套全面的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信息系统，以实现垃圾分类管理的智能化。在实际操作中，成都市通过搭建垃圾分类信

息化平台，成功实现了从垃圾投放到收集、运输直至最终处理的全链条监管，显著提升了垃圾分类的准

确性与管理效率。上述地区立法实践展示了如何通过大数据手段来增强垃圾分类管理的有效性，不仅提

高了垃圾分类的精度和效率，而且促进了城市管理向着更加智慧化和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也

为大数据赋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提供了借鉴可能性。 

3. 大数据驱动下生活垃圾分类之法律困境 

3.1. 政策法律化进程缓慢 

一方面，从法政策学来看，政策法律化是政策合法化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形式。[2]目前来看，对

于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的规范依据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地方政策，尚未实现从政策到具体法律规范的

转变。从国家层面看，《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总体方案》的发布，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应用大数据治理

提供了明确指引，但其根本属性依然属于政策方面的指引，并不能为提供明确且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且

不能为地方推动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地方性法规制定提供上位法依据；地方层面看，基于前文所述，

大多数地区已经积极响应在垃圾分类领域应用大数据治理的国家政策，同时已经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但由于缺乏顶层法律指引，可能会出现“下位法违反上位法”、“下位法超越权限”等法律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3]，在政策向法律转化时也要

注意法律间的协同性。从法治角度看，垃圾分类治理和大数据治理的本质都是为了法治体系的高质量发

展，因此二者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现完善过程中所需要调整和规范的对象，故应当在统一的法

治体系中予以规定和解决。由于在立法之初只考虑到单一领域立法，并未将垃圾分类目标与大数据治理

目标相结合，所以在立法目的上两个领域立法割裂而行，使相关法律间出现缺少统筹、协同性不足等问

题。同时，现有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法规中虽然涉及到大数据应用治理的内容，但多为机械式规定，对于

大数据驱动下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却鲜有提及。 

3.2. 数据收集与处理协同机制不健全 

实现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必须依靠充足的数据支撑[4]。然而，数据收集与处理涉及多个领域多个

主体。由于当前在数据收集与处理中存在数据垄断与数据鸿沟现象，导致数据协同共享出现桎梏，数据

质量与准确性难以保障，阻碍大数据在垃圾分类治理中有效实践。 
数据垄断对垃圾分类治理的制约体现在竞争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两个维度，两者分别从市场和管理

角度影响了大数据在这一领域的应用效能。一方面，竞争性垄断指的是某些企业或机构通过控制关键数

据资源在市场上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垃圾分类治理领域，这种垄断现象可能导致市场缺乏有效的

竞争机制。数据所有者出于保护自身利益和安全考量，往往选择限制其数据的开放程度，使得少数几家

企业能够凭借数据优势主导市场。这些企业在获取政策支持和优惠条件上可能享有优先权，而其他潜在

竞争者则面临较高的市场进入壁垒。结果是，市场上的竞争活力受到抑制，不利于激发技术创新和服务

质量提升，最终损害公众和社会整体利益。另一方面，行政性垄断表现为政府各部门间因各自为政的数

据管理体系而导致的数据孤岛问题。各级政府部门通常拥有独立的数据库系统，用于管理和存储与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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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治理有关的信息。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不同部门之间的数据难以实现有效

整合。这不仅增加了跨部门协作的复杂性和成本，还阻碍了数据的流通和利用效率。长此以往，数据孤

岛的存在会削弱整个体系的协同效应，降低垃圾分类治理的效果。 
数据鸿沟是指不同地区、群体之间在数据资源获取和使用能力上的差距。在垃圾分类领域，这一现

象具体表现为区域和社会群体间的不均衡。发达城市由于技术和资金的优势，在垃圾分类信息的收集、

更新及居民教育方面表现较为出色；而偏远或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可能因为资源匮乏，无法提供同样高效

的服务和支持。此外，不同年龄段和技术熟练度的人群在接受和理解垃圾分类指导时也存在显著差异，

这进一步影响了分类措施的有效实施。因此，为了促进公平和高效的垃圾分类实践，有必要加强对欠发

达地区的扶持，并开发适合各层次人群的教育工具和渠道，以弥合数据鸿沟，确保所有人都能平等地参

与到环保行动中来。基于此，解决数据垄断和数据鸿沟的问题对于提高垃圾分类治理水平至关重要。需

要建立更加开放透明的数据环境，打破行业壁垒，同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各类社会群体都能受益

于科技进步带来的便利。 

3.3. 基层垃圾分类政策实施效果不佳 

生活垃圾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自 2000 年前后，中国开始在包括北京、上海、广州

在内的八个大城市启动垃圾分类收集的试点工作。到了 2010 年，国家设定了全面推广垃圾分类的目标，

并陆续制定了地方性法规以促进分类工作的具体实施。在此阶段，垃圾分类政策主要依赖于柔性鼓励措

施，法律强制力相对薄弱。转折点出现在 2017 年，一系列新政策的发布标志着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

策的重大转变。特别是 2019 年 7 月，上海作为首个城市实施了居民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这不仅强化了家

庭和个人在垃圾分类中的责任，还预示着政策从柔性鼓励向硬性强制的正式转型。这一变革推动了垃圾

分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逐步扩展，从最初的 46 个试点城市扩大到所有地级以上城市，最终覆盖全国。

随着市民对高质量城市生活环境的需求不断增长，以及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技术在城市管理与社

区治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促进了智慧化治理模式的形成。在此背景下，社区逐渐演变为“元社区”，即

映射现实社区的在线虚拟世界，这一虚拟空间正日益成为更加真实的数字社区环境[5]。通过数字技术的

应用，城市治理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一是治理对象从宏观层面转向个体层面；二是治理结构变得更

加整体化和协同化，增强了系统的连通性和效率。研究显示，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过程，革新了环境

治理模式，提高了监管效率和精准度，部分替代了传统的人力监管方式。然而，当前基层生活垃圾分类

面临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的窘境，究其根源，是由于基础设施不足、技术应用有限、居民参与度不高、政

策执行力度不够、资源整合不充分及成本效益不佳等原因造成。 
第一，基础设施薄弱。许多基层社区缺乏智能垃圾桶、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这些设备是实现垃圾

管理数字化的基础。部分地区网络信号不稳定或互联网接入不便，影响了数据传输和实时监控的能力。

第二，技术应用滞后。部分社区尚未建立或使用垃圾管理信息系统，导致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等环节

无法进行有效的数字化管理和优化；即使能够收集数据，也可能因为缺乏专业的分析工具和技术支持，

难以从海量数据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用于决策支持。第三，居民参与度低。一方面，居民数字素养欠缺，

部分居民对新技术接受度低，不会或不愿意使用移动应用程序、在线平台等数字工具参与垃圾分类和管

理。另一方面，社区激励机制不足，缺乏有效的奖励措施来鼓励居民积极采用数字化手段参与垃圾管理

工作。第四，政策与法规执行不到位。关于垃圾管理的数字化转型，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可能不够明确

或具体，使得基层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障碍；对于违反规定的行为，如未按规定分类投放垃圾等，由于缺

乏有效的数字化监控手段，监管和处罚难以落实。第五，资源整合与协同效应差。不同部门之间信息不

通畅，资源分散，未能形成合力推动垃圾管理的数字化进程，同时未能充分利用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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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社会力量共同推进社区垃圾管理的数字化升级。第六，成本效益考量。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和设备需

要较大的初始投资，这对资金有限的基层社区来说是一个挑战。短期内难以看到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导致社区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持谨慎态度。基于此，从社区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共同体、居民

守法自主化三个维度入手，提高基层垃圾分类法律实施效果至关重要。 

4. 大数据驱动下生活垃圾分类法律困境之纾解 

4.1. 顶层设计：优化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的法律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统筹立改废释纂，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的重要

要求[6]。当前，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正有序开展。将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融入生态环境法典中，

一方面可以实现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从政策到法律的质变，完成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法治保障

的顶层设计，为地方性立法提供上位法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垃圾分类治理与大数据应用协同发

展，使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法律体系具备更强的协同性。 
第一，明确法律定位。在生态环境法典总则“基本规定”中确立支持数字化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原

则，比如建立数字化生态执法机制、数字化环境监管制度等；其次，在污染防治专章中明确大数据应用

在垃圾分类治理中的法律地位，将其视为提高垃圾分类治理效能的重要措施之一。第二，细化法律文本。

在专章中明确法律条款，在立法文本中明确大数据赋能垃圾分类治理的具体要求、标准和程序；提供操

作指南或解释性文件，帮助企业和社会各界更好地理解和执行法律规定。第三，地方立法注重求同存异。

通过城市试点，把握地方共性问题，同样注重地方差异，依据不同地方特色，不断创新完善大数据赋能

垃圾分类治理法律制度，建立健全新型生态法律制度，将生态制度优势转化为环境法治的功能效益。此

外，因我国生态环境法典采取“适度法典化”编纂模式[7]，所以在现有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中融入大数据

应用法律规制同等重要。例如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增设固体废物治理“数字化”原则，并对

垃圾分类前端、中端、后端全生命周期应用大数据治理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予以规制，提升大数据赋能

垃圾分类治理的效能。 

4.2. 多元共治：建立政府主导下的跨界协同机制 

在大数据驱动的垃圾分类治理中，为突破数据垄断与数据鸿沟的桎梏，多元合作成为提升治理效能

的关键因素之一[8]。多元共治是指在一个治理系统中，多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决策中心共同参与治理过

程，这些决策中心可以是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团体或个人等。它们通过协商、合作和互

动，形成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治理体系，具有多方参与、协同合作、灵活性与适应性、透明度与问责制

等内在特征。多元共治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体现了现代社会对高效、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它

不仅符合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也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生活垃圾治理领域，政府扮

演着核心角色，需积极发挥其主导作用，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协同。这种协作不仅涵盖政府内部各部门间

的协调，还应广泛吸纳企业、社区、科研机构及公众的参与，共同构建一个高效、科学且包容的跨界垃

圾分类治理运行模式。 
其一，实现政府内部协同。完善政策与法规框架，确保有明确的法律基础支持数字化垃圾分类工作，

规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制定专门法规，出台专门针对数字化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明确垃圾分类的标

准、流程和技术要求，例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应详细规定不同类别垃圾的定义、分类标准

和处理方式。细化责任分工，在法规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具体职责和

义务。例如，地方政府负责制定本地的垃圾分类实施细则，社区负责组织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活动，企业

负责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服务；建立数据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实现环保、城管、交通等部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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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互通，确保垃圾产生、运输、处理全过程的信息透明化。环保部门负责监测垃圾产生的种类和数

量，评估环境影响，并将相关信息上传至数据共享平台。例如，环保部门可以利用传感器技术实时监测

垃圾产生点的情况，生成数据报告。城管部门负责垃圾的收集和运输工作，记录垃圾运输的时间、路线

和数量，并将数据上传至平台。例如，城管部门可以通过 GPS 定位系统跟踪垃圾运输车辆的位置和状态。

交通部门负责优化垃圾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和成本，并将相关数据反馈给平台。例如，交通部门可

以根据实时路况调整垃圾运输路线，确保运输效率；设立协调机构，成立专门负责协调各部门工作的组

织，保证沟通顺畅，决策高效，例如建立定期会议制度，各部门负责人每月或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议，

汇报工作进展，讨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会议可以集中讨论如何改进垃圾分类设施的布局、

优化运输路线等问题。其二，加强政企合作。引入市场力量，吸引企业参与，特别是拥有先进技术和服

务能力的企业，共同开发智能化分类设备和大数据分析平台；探索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合作方式，例如公

私合营(PPP)项目投资建设智能垃圾桶或回收设施；浙江省“虎哥模式”展示了如何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

现垃圾智慧回收利用，促进了生活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企业提供的先进技术如数据分析工

具和智能分类设备，能够帮助政府更有效地管理和分析垃圾数据，从而提升治理效率和服务质量。其三，

加大科研支持。科研机构在推动垃圾分类治理的技术创新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资助科研机构

进行有关垃圾分类的新技术研发，包括新材料的应用、新型处理技术的研究等，此外，科研机构采用物

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提高垃圾分类的准确性和处理效率。其四，加强公众互动。公众是

垃圾分类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力量。政府创建激励机制，设计积分系统或

其他奖励方案，鼓励居民正确分类垃圾，并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这些激励措施的效果；引导公众积极参

与，利用大数据平台了解公众需求和意见，据此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公开透明地分享治理信息，可以

增强公众的信任感和监督意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其五，健全监督评估体系，建立在线

监测系统，跟踪垃圾分类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策略；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定期评估各参与方

的表现，根据结果给予奖惩，确保机制的有效运行。此外，还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成功的垃圾分类

案例，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在技术和管理上与其他国家展开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环境挑战。

多元主体的合作与政府主导下的跨界协同是提高大数据在垃圾分类治理中效能的关键路径。通过政府、

企业、社区、科研机构以及公众的共同努力，可以建立起一套更加科学、高效的垃圾分类治理运行模式，

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4.3. 多措并举：提升基层垃圾分类政策实施效果 

社区治理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合作与互动。它

旨在通过多元化的治理机制，实现社区内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问题的妥善解决。社区治理的核心

在于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

于人民的授权，政府与公民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社区治理通过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合

作关系，重新定义了这种契约关系。各参与方通过协商和合作，共同制定规则和政策，确保各方利益得

到平衡和保护。例如，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居民大会或业主大会讨论和决定社区的重大事项，形成一种“自

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基层治理应充分利用这一趋势，从社

区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共同体、居民守法自主化三个维度入手，加速垃圾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提

升基层社区垃圾分类政策实施效果。 
第一，乘数字化之东风推进社区垃圾管理现代化。一方面，深化数字技术在垃圾分类中的应用。通

过引入先进的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可以更精准地监测和分析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从而优化政策实施

路径，降低管理和运营成本，提高效率。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居民的垃圾产生模式，为个性化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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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提供依据。另一方面，拓展社区的数字化平台。构建如社区公众号、邻里微信群等线上交流平台，

不仅能够增强邻里间的互动，还能弥补开放型社区实体空间约束的不足。这些数字空间有助于强化居民

之间的联系，促进信息共享，形成更加紧密的社区网络。第二，提升社区融合度，构建治理共同体。为了

建立一个更加自治与合作的社区环境，需要从多个层面着手：一是增加居民连接强度。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加强居民之间的沟通与协作，提高社区的整体融合度。这包括但不限于组织各类活动，鼓

励居民参与社区决策过程，使他们不仅仅是规则的遵守者，更是社区活动的设计者和参与者。二是强化

制度设计与组织保障。在社区治理中，应当注重培养居民的自治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通过有效的制度

设计和组织支持，确保居民能够在社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这种深层次的参与有助于形成一个更加和

谐、高效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第三，内化生态环境伦理，助推居民守法自主化。居民作为生活垃圾的主

要产生者和分类责任主体，其行为习惯对垃圾分类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将外部政策约束和

社会关系约束转化为内在的行为规范，实现深刻且长远的改变。首先，强化生态意识与环境道德。持续

加大对生态教育的投资力度，从校园教育到社区和社会教育，全面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通过系统化的

教育体系，让每一位公民都能理解并认同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其次，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与技能。加强对

居民垃圾分类方法的培训，降低实施难度，使垃圾分类成为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同时，通过

教育减少因缺乏知识而导致的错误分类现象。最后，展示政策预期与营造绿色氛围。通过广泛的社会宣

传，向市民传达政府关于垃圾分类的长期规划和目标，激发公众的积极性和支持率，促使每一位居民自

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共同营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5. 结语 

大数据驱动下生活垃圾分类是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目前大数据

在生活垃圾治理中面临政策法律化进程缓慢、数据协同机制不健全、基层垃圾分类政策实施效果不佳等

法律困境，但其未来的前景依然十分光明。在大数据推动垃圾分类行业智能化期间，不断优化大数据应

用中的法律体系，建立多元共治的协同机制，提升基层垃圾分类政策实施效果，进而提高大数据赋能垃

圾分类治理的效能，助推生态文明建设。同时须知生活垃圾治理数字化进程是一项长期工程，需要更多

的法学学者对此不断出现的法律问题深入研究，为完善其法治保障“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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